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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　陈寅恪以晋律援用《周礼》，乃“以儒家经典为法律条文”，因以此为“法律儒家化”的标志。近年李学勤更据出土秦
汉律令部分条文与《周礼》文字相关，认为秦汉律令的相应内容“在《周礼》中有其渊源”。李学勤：《秦律与〈周
礼〉》，李学勤：《简帛佚籍与学术史》，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０１年版，第１１３页。于是有学者进而认为“《周礼》
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，其中所载的许多制度对秦汉时期的法律有重要影响”。朱红林、陈恩林：《竹简秦汉律
与〈周礼〉比较研究》，朱凤瀚、赵伯雄编：《仰止集———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》，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版，第
１５８页。然而，这种笼统的说法并无多少学术价值。其一，《周礼》的成书时代迄无定论，我们不能直接认定《周礼》
影响了秦律。因为《周礼》与秦律的文字相似相关，还有可能是二者有着某些共同的早期材料来源，或者直接源于
某些共同的现实行用制度。如朱红林就推断：“《周礼》与秦律有关职官法的记载形式，就表明了这是战国时期列
国行政部门及官员的一种普遍做法。”朱红林：《战国时期国家法律的传播———竹简秦汉律与〈周礼〉比较研究》，
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，２００９年第３期。因此，部分学者以《周礼》与秦律的文字相似相关，提出“《周礼》影响秦律”之
说，该说必须以《周礼》成书早于秦律为前提条件之一，但是他们又用“《周礼》影响秦律”之说来论证《周礼》成书在
秦律之前，属于循环论证。其二，如果执着于我们毕竟不能绝对排除《周礼》成书早于秦律的可能性，但是我们也
无法证明秦律的相似相关文字必定来源于《周礼》，我们同样不能排除秦律来源于有着相似相关文字的另一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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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［摘要］　瞿同祖提出“法律儒家化”命题时，以晋律“准五服以制罪”为标志。这包含两层基
本意义：一是晋泰始律之前的秦汉律令条文与决狱定谳是非儒学性的，尤其是未曾引入五服制；二
是泰始律“准五服以制罪”才将刑无等级的法家律令改造为维护等级的儒家律令。通过对东汉时期
典型案例“何侍搏姑案”的细致分析，可证汉代已存在以丧服决狱，并且，这一决狱方式颠覆了传统
礼俗，使丧服由亲疏程度的表征，被异化为行为规范。于是，礼所原有的双向性原则被摧毁，代之以
法的单向性原则。对于以服制入律的准确评价，不是欺骗性的“法律儒家化”，而是“儒学暴力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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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于中华制度法律之儒家化历程，首推晋
律：“古代礼律关系密切，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
学大族创建晋室，统制中国，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
儒家化，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，北魏改律，复采用
之，辗转嬗蜕，经由（北）齐隋，以至于唐，实为华夏
刑律不祧之正统。”①原其所以如此，陈氏《崔浩与
寇谦之》一文认为：“其最可注意者，则为厘定刑律，
增撰《周官》为《诸侯律》一篇（见《晋书》叁拾《刑法
志》）。两汉之时虽颇以经义折狱，又议论政事，解
释经传，往往取儒家教义，与汉律之文比傅引伸，但
汉家之法律，实本嬴秦之旧，虽有马、郑诸儒为之章
句（见《晋书》叁拾《刑法志》），并未尝以儒家经典为
法律条文也。然则中国儒家政治理想之书如《周
官》者，典午以前，固已尊为圣经，而西晋以后复更
成为国法矣，此亦古今之钜变，推原其故，实亦由司
马氏出身于东汉儒家大族有以致之也。”②由陈氏
《崔浩与寇谦之》所论可知，汉代充其量只是司法的
儒家化，而未能实现立法的儒家化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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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多种文献的可能性。张政烺就曾据睡虎地秦简《法律答问》“爨人”、“集人”职认为：“两官名皆不见于《周礼》，知秦
家自有制度，不与《周礼》同也。”张政烺：《秦律“集人”音义》，《张政烺文史论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４年版，第
５９７页。其三，再退而言之，即便秦律的相关文字是来源于《周礼》，也不能认为是“以儒家经典为法律条文”，因为
《周礼》文字必须经过律令编纂过程，进入国家颁布的律令文本之中，才成为律令，作为一本书籍的《周礼》本身从
来没有被视同律令。亦即无论是《周礼》还是其他儒家经典，都从来未曾直接作为律令被使用。其四，哪怕我们姑
且假设《周礼》被视同律令，考虑到《周礼》在汉代的经典化过程，即在西汉后期刘歆、王莽将之升格为儒家经典之
前，并不具有儒经地位，所以也不能将之作为“以儒家经典为法律条文”的论据。其五，曹旅宁、张俊民据玉门花海
出土《晋律注》认为：“以《晋律注》所载《诸侯律》条文内容与汉事迹比对，晋之《诸侯律》当是继承汉律而来，与《周
礼》没有直接关系。陈先生认为晋人‘增撰周官为诸侯律一篇’的见解在法律文书的内容上找不到根据。至于汉
代诸侯法禁与《周礼》有无关系，现在也无直接的材料加以说明。”曹旅宁、张俊民：《玉门花海所出〈晋律注〉初步研
究》，王沛主编：《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》，第１辑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版，第２９４页。
　　①　瞿同祖：《中国法律之儒家化》，《瞿同祖法学论著集》，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版，第３６１－３８１页。
②　瞿同祖：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，《瞿同祖法学论著集》，第３５９－３６０页。
③　杨振红：《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“礼”、“法”观念及其法律体现———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》，《中国史
研究》，２０１０年第４期。
④　瞿同祖：《中国法律之儒家化》，《瞿同祖法学论著集》，第３７１页。按：“准五服以制罪”之“制”原误“治”，据《晋书》
改。房玄龄：《晋书》（第３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：１９７４年版，第９２７页。
⑤　丁凌华：《五服制度与传统法律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１９０－１９１页。
　　正式提出“中国法律儒家化”命题的是瞿同
祖①。无论对“法律儒家化”的具体过程持何种看
法，只要基本赞同“法律儒家化”，其学说就必然包
含一个基本前提。这一“法律儒家化”学说的基本
前提，瞿同祖有一经典而极端的表述：“秦、汉的法
律是法家所制定的，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份在
内。”②这一观点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。典型者
如杨振红就直言，这一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说的前
提，“是对秦汉律特质以及中国历史上儒家、法家思
想的误读。”③
单纯由律令的角度来看，立法的儒家化的主要
表现，正如瞿同祖所指出的：“晋律在这些崇奉儒家
思想之帝王及儒臣之手，其法律之儒家化自非泛泛
［……］最重要的一点为‘竣礼教之防，准五服以制
罪。’（《晋书·刑法志》）开后代依服制定罪之先
河。”④我们可由此推论，在瞿同祖看来，在晋律“准
五服以制罪”之前，秦汉魏时期无论律令之条文规
定还是实际执行亦即决狱定谳，至少在整体上并不
遵从“五服”原则。本文即试图通过汉代狱讼个案
的考察，对早期丧服决狱的内在机制及其历史影
响，进行深入剖析，并由此对“法律儒家化”命题进
行反思。
一、丧服与律令
丁凌华之言可以视为当今学界对于“准五服以
制罪”为核心的法律儒家化的典型表述：中国古代
等级制法律有两大基本特征：一是特权法，如议、
请、减、赎、官当等；一为家族主义法，家族主义法与
家族法不同，前者指国家法律中的家族等级制的体
现，后者指宗族内部制定的规范。而“准五服制罪”
正是家族主义法的重要内容。中国古代家族主义
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即春秋战
国时期，家族主义法主要体现为族刑。亲属相犯等
属于族内问题，由家族法即族规加以解决，国家法
律一般不加以干预。第二阶段即秦汉时期，家族主
义法除族刑外，又增入了家庭关系上尊卑相犯的内
容，如父母与子女相犯、夫妻相犯等。在秦及汉初，
家庭内尊卑相犯在罪刑上之反差较小，而儒术一统
之后，尊卑相犯之罪刑反差有明显增大之趋势。第
三阶段即魏晋以后之时期，家族主义法除以上内容
外，又增入了“准五服制罪”的内容。随着魏晋门阀
政治的发展，国法上“准五服制罪”的出现正是适应
这一趋势的需要⑤。邢义田则从历史考证的角度
概述了他对这一过程的认识：张家山汉律中不见五
服制的影子。两汉儒生花了四百年，企图以儒礼改
革秦法。但一直要到晋泰始律才算初步落实，其后
大成于唐律。汉代一波波的礼制改革，说明作为礼
制核心的五服制要到西汉末王莽之时，才逐渐成为
国家礼制和行于统治上层某些人之间的原则；在民
间，则见于宗奉儒家的循吏正不断努力推广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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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五服已成为汉代法律上
规范亲属伦理和制罪的普遍和唯一原则。如此看
来，晋泰始律的标榜五服制罪，并非无的放矢。倘
使五服早已成为秦汉法律制罪的原则，泰始律强调
“准五服”就失去了意义。晋泰始律准五服以制罪，
五服制才正式全面进入法律，成为规范社会人伦秩
序的强制性标准，其强制性远远大过教化，而其成
效也更显而易见。因而，或许可以说，五服制的法
制化才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较全面地儒家化的关
键①。丧服的意义，《通典》卷九十二引晋傅玄云：
“先王之制礼也，使疎戚有伦，贵贱有等，上下九代，
别为五族。骨肉者，天属也，正服之所经也；义立
者，人纪也，名服之所纬也。正服者，本于亲亲；名
服者，成于尊尊。名尊者服重，亲杀者转轻：此近远
之理也；尊崇者服厚，尊降者转薄：此高下之叙
也。”②质言之，即服制的等级在横的方面显示亲属
的远近，在纵的方面决定人伦的尊卑。
自战国以来，《丧服》五服的实际运用，不止界划
出一个个有限亲族，而且，以服等在亲族内部区分亲
疏。这当是战国诸儒定丧服的本意。当周礼崩坏、昭
穆失序之际，以五服重建亲族，无疑有其重要价值。
《丧服》本据礼而作，亦以礼行之。《礼记·曲
礼》：“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，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
禽兽。太上贵德，其次务施报，礼尚往来，往而不来
非礼也，来而不往亦非礼也。”③“礼尚往来”，体现在
《丧服》中即重“报”。杖期章：“父卒，继母嫁，从为之
服，报。”传：“何以期，贵终也。”贾疏：“云从为之服
者，亦为本是路人，暂时之与父片合，父卒还嫁，便是
路人。子仍著服，故生从为之文也。报者，《丧服》上
下并《记》云报者十有二，无降杀之差。感恩者皆称
报。若此子念继母恩终，从而为服，母以子恩不可降
杀，即生报文。余皆放此。”④继母虽未生身，但有养
育之恩，所以子当服丧以报，而继母亦报之以服。
在孔子看来，子为父母服三年之丧，其实质意
义也在于报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，孔子批评欲短丧的宰
我道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
怀，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
于其父母乎！”⑤孔子论证子当报父母，其要点并非
在于父母之生，而在于父母之养。这样一来，我们
可以问，如果有一个人，生身父母只生不养，养父母
当然没有生身却抚养长大，那么，这个人应该认谁
做他的父母呢？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董仲舒。《通
典》卷六十九，东晋成帝咸和五年，散骑侍郎贺乔妻
于氏上表云：“董仲舒命代纯儒，汉朝每有疑议，未
尝不遣使者访问，以片言而折中焉。时有疑狱曰：
‘甲无子，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。及乙长，有罪
杀人，以状语甲，甲藏匿乙。甲当何论？’仲舒断曰：
‘甲无子，振活养乙，虽非所生，谁与易之！《诗》云
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。”《春秋》之义，“父为子隐”，
甲宜匿乙。’诏不当坐。夫异姓不相后，礼之明禁，
以仲舒之博学，岂暗其义哉！盖知有后者不鞠养，
鞠养者非后［……］又一事曰：甲有子乙，以乞丙。
乙后长大，而丙所成育。甲因酒色，谓乙曰：‘汝是
吾子。’乙怒，杖甲二十。甲以乙本是其子，不胜其
忿，自告县官。仲舒断之曰：‘甲生乙，不能长育，以
乞丙，于义已绝矣。虽杖甲，不应坐。’夫拾儿道旁，
断以父子之律；加杖所生，附于不坐之条：其为予
夺，不亦明乎！”⑥前一事，甲以养而为父；后一事，
甲于乙生而不养，在董仲舒看来，即为父子之义已
绝。可见，养高于生，自孔至董，一以贯之。因此，
子为父母三年之丧，即是报养育之恩。如无养育之
恩，则无父子之义，形同路人，甚至杖之无罪，遑论
三年之丧！君臣之间亦然。《汉书》卷七十五《夏侯
胜传》：“善说礼服”，师古曰：“礼之丧服也。”宣帝欲
尊崇武帝，夏侯胜独上言：武帝“亡德泽于民，不宜
为立庙乐。”⑦正是秉承君为民之父母之礼义。因
此，臣为君服三年之丧，也一如子报父母养育之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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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》，刘宝楠《正义》本（下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０年版，第７０３页。
杜佑：《通典》（第２册），王文锦等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８年版，第１９１１页。
班固：《汉书》（第１０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６２年版，第３１５５、３１５６页。
可见《丧服》之中仍然贯注着双向性伦理。“所谓双
向性，即同时考虑人伦关系的双方，而不是只强调
一方对另一方的片面的责任和义务。”①
二、何侍搏姑与丧服决狱
秦汉始以丧服决狱，即处理亲属间之狱讼时，
参考服等以定罪刑。
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四○引《风俗通》曰：“南郡谳：
女子何侍为许远妻，侍父何阳素酗酒，从远假求不
悉如意，阳数骂詈。远谓侍：‘汝翁复骂者，吾必揣
之。’侍曰：‘共作夫妻，奈何相辱！揣我翁者，搏若
母矣！’其后阳复骂，远遂揣之，侍因上堂搏姑耳再
三下。司徒鲍宣决事曰：夫妻所以养姑者也。今婿
自辱其父，非姑所使，君子之于凡庸不迁怒，况所尊
重乎！当减死论。”②检《后汉书》卷四十六《陈宠列
传》，宠辟司徒鲍昱府，“为昱撰《辞讼比》七卷，决事
律条，皆以事类相从。”③沈钦韩《疏证》据《御览》引
此则，改“鲍宣”为“鲍昱”，校：“元误作宣。”云：“此
即陈宠为昱撰者也。”④
显然，何侍搏姑，是对许远揣翁的报复。这一
报复方式，见于《孟子·尽心》下，孟子曰：“吾今而
后知杀人亲之重也。杀人之父，人亦杀其父；杀人
之兄，人亦杀其兄。然则非自杀之也，一间耳。”赵
注：“一间者，我往彼来，间一人耳。与自杀其亲何
异哉！”⑤瞿同祖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申论曰：
“有的社会采取以牙还牙的办法，你杀了我的兄弟，
我也杀死你的兄弟，你与我失去父亲的孤苦，我也
使你尝到同样的孤苦，其目的在予仇人以同样的痛
苦和损失，仇人本身反而不予以伤害，这和孟子所
说的……是同样的情形。”⑥俞荣根认为：“这段话
的意思是告诫人们不要无故杀人父兄，但这种告诫
显然是以承认复仇为正当行为作为前提的。”⑦唯
陈登武则别出心裁，以斯言表明“孟子显然注意到
血亲报仇的严重性［……］因此，儒家对于复仇行为
作了其他规范。”⑧亦即认为孟子对这种复仇方式
持否定态度。陈说非⑨。
质言之，这一同态复仇的方式即本于双向性伦
理而推衍出的对等性之“报”，亦即“往”“报”者所选
取的具体“往”“报”对象，取决于“往”“报”者与受
“施”者之间的关系，即“往”“报”者依据“往”“报”者
与受“施”者之间的关系选取“来”“施”者周边具有
同等关系的人“往”“报”。如甲伤乙，乙之子报则以
甲之父为对象，乙之弟报则以甲之兄为对象。这类
对等性之“报”在古代文化中可谓源远流长。翟灏
《四书考异》：“《墨子·兼爱篇》，我先从事乎恶人之
亲，人能报我以爱利吾亲乎？必先从事乎爱利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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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。此言略与孟子言
似。”①《左传》昭公十三年，楚国内乱，灵王太子禄
及公子罢敌被杀，“王闻群公子之死也，自投于车
下，曰：‘人之爱其子也，亦如余乎！’侍者曰：‘甚焉。
小人老而无子，知挤于沟壑矣。’王曰：‘余杀人子多
矣，能无及此乎！’”②灵王最后方悟，杀人之子，人
必杀其子。《后汉书》卷三十一《苏章列传》，附兄曾
孙不韦传，不韦父谦为李暠所害，不韦杀暠不得，乃
日夜飞驰，径到魏郡，掘其父阜冢，断取其头，以祭
父坟，又标之于市曰“李君迁父头”。暠愤恚感伤，
发病呕血死。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，归罪枯骨，
不合古义，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员。太原郭林宗闻而
论之曰：“分骸断首，以毒生者，使暠怀忿结，不得其
命，犹假手神灵以毙之也。力唯匹夫，功隆千乘，比
之于员，不以优乎！”议者于是贵之③。掘暠父之墓
以报暠杀父之仇。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：“晋文帝与
二陈共车，过唤钟会同载，即驶车委去。比出，已
远。既至，因嘲之曰：‘与人期行，何以迟迟？望卿
遥遥不至。’会答曰：‘矫然懿实，何必同群！’帝复问
会：‘皋繇何如人？’答曰：‘上不及尧舜，下不逮周
孔，亦一时之懿士。’”刘注：“二陈，骞与泰也。会父
名繇，故以‘遥遥’戏之。骞父矫，宣帝讳懿，泰父
群，祖父寔，故以此酬之。”④同篇：“钟毓为黄门郎，
有机警，在景王坐燕饮。时陈群子玄伯、武周子元
夏同在坐，共嘲毓。景王曰：‘皋繇何如人？’对曰：
‘古之懿士。’顾谓玄伯、元夏曰：‘君子周而不比，群
而不党。’”⑤同篇：“庾园客诣孙监，值行，见齐庄在
外，尚幼，而有神意。庾试之曰：‘孙安国何在？’即
答曰：‘庾稚恭家。’庾大笑曰：‘诸孙大盛，有儿如
此！’又答曰：‘未若诸庾之翼翼。’还，语人曰：‘我故
胜，得重唤奴父名。’”刘注引《孙放别传》曰：“放兄
弟并秀异，与庾翼子园客同为学生。园客少有佳
称，因谈笑嘲放曰：‘诸孙于今为盛。’盛，监君讳也。
放即答曰：‘未若诸庾之翼翼。’放应机制胜，时人仰
焉。司马景王、陈、钟诸贤相酬，无以逾也。”⑥《北
齐书》卷三十四《徐之才传》：之才聪辩强识，有兼人
之敏，尤好剧谈体语。李谐于广坐，因称其父名曰：
“卿嗜熊白生否？”之才曰：“平平耳。”又曰：“卿此言
于理平否？”谐遽出避之⑦。徐之才父名雄，李谐父
名平。以上数例都是他人以触父讳为戏谑，己亦以
触对方之父讳为还报。《南齐书》卷四十《武十七王
列传》，明帝尽灭高武子孙，巴陵王子伦将鸩，曰：
“先朝昔灭刘氏，今日之事，理数固然。”⑧《北齐书》
卷九《文襄元后列传》，文宣受禅，曰：“吾兄昔奸我
妇，我今须报。”乃淫于后⑨。所谓“报”大抵只是借
口，不过所用“报”字倒是颇符“报”之古义，其形式
合于对等性原则。同卷《文宣李后列传》：武成践
祚，逼后淫乱。后大惭，生女不举。帝横刀诟曰：
“尔杀我女，我何不杀尔儿！”对后前筑杀绍德。后
入妙胜寺为尼瑏瑠。不杀杀女的李后，而是留下李后
一命，让她以后半生饱尝丧子之痛。《太平广记》卷
一二○“徐铁臼”条引《冤魂志》，宋东海徐甲，前妻
许氏生一男名铁臼，而许亡。后妻陈氏凶虐，志灭
铁臼。陈氏产一男，名之曰铁杵，欲以捣臼也。于
是捶打铁臼，备诸毒苦，饥不给食，寒不加絮。铁臼
竟以冻饿甚，被杖死，时年十六。亡后旬余，鬼忽还
家，登陈床曰：“我铁臼也，实无罪，横见残害。我母
诉怨于天，得天曹符，来雪我冤。当令铁杵疾病，与
我遭苦时同。将去自有期日。”于时铁杵六岁，鬼
至，病体痛腹大，上气妨食，鬼屡打之，打处青黡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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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而死，鬼便寂然。（出《还冤记》）①来报复的虽是
铁臼，但伸张报复的是诉怨于天的铁臼之母，亦即
实质的报复者是铁臼之母，铁臼只是母亲报复的具
体执行者。其报复行为严格遵守了对等性原则，只
将陈氏之子铁杵同样施虐至死，却并未针对陈氏本
人进行身体伤害。
由是可知，何侍搏姑，乃是基于自古以来的礼
俗②中源远流长的礼之对等性原则。如从礼“报”
的角度看，诚无可非议。但在律令之下，却罪至减
死，几于丧命。
观鲍昱之论，其入何侍于罪，依据有二：一为
“迁怒”———“今婿自辱其父，非姑所使，君子之于凡
庸不迁怒”；二为犯“所尊重”———“夫妇所以养姑者
也”。一为法的行为责任原则，即无论是私力报复，
还是法律裁决，都必须，而且只能针对犯罪行为的
实施者本人。何侍完全清楚揣翁者为许远，而且无
论是意图还是行为都属于许远一人，与许母没有任
何关系。不是许母欲揣何父，由于行为能力不足而
指使许远揣之。因此，即便何侍要报复，也只能针
对许远本人。但是何侍却没有针对施暴者许远本
人，而是针对许远无辜的母亲进行报复，这就违反
了行为责任原则。亦即法的行为责任原则摧毁并
取代了礼的对等性原则。颇可一辨者，日本学者堀
毅《秦汉盗律考》提出：“李悝编纂的《法经》在中国
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我们来看看有关其
编纂过程的记载：‘悝撰次诸国法，著《法经》，以为
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，故其律始于盗贼’（《晋书·
刑法志》），便可知道李悝是将‘盗、贼’两项作为其
六篇律文的中心。正是这种以‘盗、贼’为基轴而形
成的立法思想，奠定了日后秦汉法律的基础。李悝
在论述盗罪的处罚规定之际，以‘同害刑’这一大原
则为依据。按照‘同害刑’的基本原则，明确区分对
犯盗罪与贼罪的不同刑罚。这一基本原则一直被
沿用到以后的秦汉时代。”③此“同害刑”即“同态复
仇”，均为“ｔａｌｉｏ”之译名。但是许多学者都断然否
定秦汉律令中有“同害刑／同态复仇”的表现。仁井
田升即表示：“中国法中的同态复仇（ｔａｌｉｏ）这样一
种同害刑，在中国的古文献中似乎表现得不太明
确。如果就同态复仇从私的复仇到公的刑罚制度
的转换过程而言，实刑主义已发展到很高程度的中
国法中，也几乎看不到同态复仇［……］当我们看到
这样的同害刑的形式时，不能不想起《孟子》中的文
句（《尽心》）［……］不过，现在已没有直接的证据，
能够证明《孟子》的时代，在公的刑法方面已经实行
了像亚述古法所记载的那样一种同害刑。”④戴炎
辉也认为：“在Ｔａｌｉｏ的同害，乃以被害人所受到的
害恶（即犯罪人的加害），反报于加害人。换句话
说，以被害人所受到的害恶为加害人（犯罪人）应得
的刑之内容；亦即其刑不是体系化的刑，乃随实际
所生的害恶为其刑，秦汉以来，如 Ｔａｌｉｏ的处罚方
法，未曾存在。”⑤同害刑“不是体系化的刑，乃随实
际所生的害恶为其刑”，乃是前律令时代，即周礼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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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昉等编：《太平广记》，第３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６１年版，第８４２－８４３页；罗国威、李剑国辑，见罗国威：《冤魂志
校注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２００１年版，第７５－７７页；李剑国：《唐前志怪小说辑释》（修订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２０１１年版，第７２２－７２４页。《还冤记》本名《冤魂志》，参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辩证》，第３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０年
版，第１１４６页。末句罗、李据敦煌本补为“月余并母而死”，但“并母”二字诸本皆无，即便敦煌本也是“抄后所校补”
（林聪明：《敦煌本还冤记考校》，《书目季刊》，１９８１年第１期），窦怀永、张涌泉《敦煌小说合集》亦曰：“‘并母’二字
底卷旁记于‘余’字右下侧，兹移入正文；刻本及《珠林》、《广记》均无此二字。”（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０年版，
第２４２页。）所谓“校补”只是当代研究者出于自身专业习惯的判断，其实或出于阅读者凭意擅加，当以无为是。
学界对于“礼俗”有不同的理解与界定，本文取刘增贵之说。刘氏《中国礼俗史研究的一些问题》认为：“礼俗”既包
含了“民俗”“风俗”等“俗”的概念，也包含了具有规范性的“礼”的层面，兼及社会各阶层。古籍中礼俗常并举，例
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礼从宜，使从俗”，又云“君子行礼，不求变俗。”但礼俗常交融，礼往往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中，
礼中有俗，俗中有礼，二者密不可分，“礼俗”合称也具有二者为一的意义。魏董勋《问礼俗》所问皆民间之俗，清代
王谟指出：“此是言风俗，而董氏以为礼，则其名书之意诚有如吕成公谓礼俗不可分为两事，亦不必分士庶也。”“礼
俗”一词合“礼”“俗”为一事，更不限于一阶层。刘增贵主编：《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·法制与礼俗》，
台北：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，２００２年版，第１５９页。
〔日〕堀毅：《秦汉盗律考》，载堀毅：《秦汉法制史论考》，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１９８８年版，第２３１页。
〔日〕仁井田升：《中国法制史》，牟发松译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版，第７８—７９页。
戴炎辉：《中国法制史》，台北：三民书局，１９６６年版，第３２页。
代的刑罚方式，如《左传》昭公六年叔向所言：“昔先
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”，杜注：“临事制刑，不豫设
法也。”①这恰恰违背了律令体系“罪刑法定”之原
则。儒家的制度理想，如《荀子·正论》所言：“凡爵
列官职，庆赏刑罚，皆报也，以类相从者也。”杨注：
“报，谓报其善恶。”②《礼记·表记》：“报者，天下之
利也。”郑注：“报，谓礼也，礼尚往来。”③可见荀子
以“报”为整个制度的核心，表明其所建构的实质上
乃是礼制秩序。佐藤将之以汉朝为“礼治国家”，因
为《史记·礼书》中，“司马迁关于‘礼’功用的论述
基本上都是依据《荀子》的内容而写成。我们可以
进而推论：如果《史记·礼书》中所看见的内容能代
表汉朝礼制的理论依据，汉朝礼制的原理就是来自
于《荀子》的礼论。”④然据余嘉锡：《太史公书亡篇
考》考证，“《礼书》一篇，除割载《礼论》，横加‘太史
公曰’四字，最为乘戾外，其他尚无大纰缪。故诸家
自司马贞以下，多以为是太史公本书。然张晏所
言，亡失十篇，以今考之，其九确出后人所补，威有
明证，即《礼书》可知矣。”⑤与此恰相对应，《汉书》
卷二十三《刑法志》也大量引用了《荀子》来阐述立
法原则。可注意者，其篇末论刑引用了《荀子·正
论》此语⑥，冨谷至敏锐地发现《汉书》“省略了‘报
也’”⑦。显然，由《汉书》的删削来看，这一表面的
“礼治国家”实质上是用律令单向性原则篡改了儒
家礼制双向性原则⑧。二即以丧服决狱。张家山
汉简《二年律令·贼律》第２７—２８简：“斗而以刃及
金铁锐、锤、锥伤人，皆完为城旦舂。其非用此物而
眇人，折肢、齿、指，胅体，断决鼻、耳者，耐。其毋伤
也，下爵殴上爵，罚金四两。殴同列以下，罚金二
两；其有疻痏及□，罚金四两。”⑨据此，如果何侍与
许远没有夫妻关系，即许母不是何侍之婆婆，那么
何侍即便打了许母，只要没有打死打伤，也算不上
重罪，充其量罚金四两。沈家本《历代刑法考》论何
侍搏姑案曰：“殴姑仅减死论，是不与子孙同论也。
观《决事》但云‘所尊重’，其义自见。古者妇与舅姑
服止期年，不与子孙同，故其相犯亦不同。此狱称
减死论，乃妻殴夫之祖父母、父母者，本罪如是。
《唐律》殴夫之祖父母、父母者绞，已加至死罪，然尚
不与子孙之殴祖父母、父母者同科斩也。”瑏瑠又曰：
“搏姑一狱，论极平允，固非畸轻者也。”瑏瑡张家山汉
简《二年律令·贼律》第４０简：“妇贼伤、殴詈夫之
泰父母、父母、主母、后母，皆弃市。”瑏瑢第４２简：“若
殴妻之父母，皆赎耐。”瑏瑣彭卫等人据以认为：“汉代
法律对儿媳殴詈丈夫家中直系长辈的惩处与女婿
殴詈女方家庭的直系长辈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
［……］这里值得注意的要点是，官府没有对女婿辱
骂岳父是否有罪表态，对儿媳减死罪论的处置也与
上述《二年律令》弃市之法不合。如果此时《二年律
令》的司法规定没有发生变化，合理的解释是对何
侍减轻处罚是对免去许远处罚的平衡，而这一切都
是建立在‘夫妻所以养姑’的基础之上。”瑏瑤今按：张
家山汉简《奏谳书》二一第１８５—１８７简：“以律置后
之次人事计之，夫异尊于妻，妻事夫，及服其丧资，
当次父母如律。妻之为后次夫父母，夫父母死，未
葬，奸丧旁者，当不孝，不孝弃市；不孝之次，当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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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荀子》，王先谦《集解》本，下册，第３２８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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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固：《汉书》，第４册，第１１１１页。
〔日〕冨谷至：《秦汉刑罚制度研究》，柴生芳、朱恒晔译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版，第２５７页脚注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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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家本：《历代刑法考》，第３册，第１７６９页。
彭浩等主编：《二年律令与奏谳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版，图版：第７页，释文：第１０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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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卫、杨振红：《中国妇女通史·秦汉卷》，杭州：杭州出版社，２０１０年版，第７７页。
城旦舂；敖悍，完之。”①此处所论，正与沈家本之说
相合。至于其与《二年律令》的歧异，则有待进一步
研究。
儿媳妇是唯一并非血亲的家庭成员。关于儿
媳妇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，牵涉到对于中国文化中
“家”的认识。费孝通将“人和人的集合生活”分为
两方面，即“契洽”和“共生”。“共生”“是人和人分
工合作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，这是经济……我们
从经济上所作的打算总是以‘利用’为考虑的着眼
点。不论我们对人或对物都可以‘为用’，都可以作
经济打算。‘为用’的意思是达到‘某一目的的手
段’，而且这手段和这手段包括的工具和物资都是
可以选择的，并非特定的，选择也有标准就是效率
和成本。经济本是发生在己物的关系中，以最少代
价得到最大报酬之谓……在共生关系中，只要有本
能或习俗保证着互相为用的方式，各人不必说话，
连认识都可以不认识……‘为用’而结合的，每个人
都可以把其他人作为工具，从经济打算里选择适合
的工具。”②质言之，在“共生”之中，可以完全没有
情感，人和人的结合是赤裸裸的利用和利害关系。
在费先生看来，中国文化中的“家”就是这样一个功
利性的结合：“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，
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，在婆媳之间，是纵的，不是
横的。夫妇成了配轴。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
是临时性的，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
了普通的感情。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
照的。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。求效率
就得讲纪律；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。在中国的家庭
里有家法，在夫妇间得相敬，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
标准，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。这些都是事业社群
里的特色。”③费先生曾著有《论私》一文，该文前半
部分后被另行编入《差序格局》这一名文，并成为
《乡土中国》这一名著中的顶梁柱。大概也正因为
此，《论私》一文既没有被收入《乡土中国》，也没有
被收入《费孝通全集》。也正是在《论私》未被纳入
《差序格局》的部分之中，费先生举出了他在云南实
地调查所得的，家庭成员把“家”作为“公”，而大占
便宜的例证：“很多主张‘家庭中心说’的学者多少
是认为中国家庭是个共产的团体。在这团体中没
有‘私产’，只有‘家产’。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。
据我们在云南乡村里调查所得的，一家各分子并不
是完全共同享受公有的家产的。”尤其是媳妇：“当
家的媳妇是个公仆。她没有田，只有房里从娘家带
来的嫁妆。她的手饰、衣服，是在结婚时，她父母舌
敝唇焦的争来的。男家出了礼金和礼物，娘家再赔
上一些，创这一笔媳妇的私产。女家争来的礼金，
并不是‘出卖女儿的价钱’，而是女儿在男家的经济
基础。她在男家有服役，生孩子的责任，她有得到
丈夫供养的权利。行有余力，她可以做些活计，这
是她的私房了。慢慢地她也可以养老太太一般‘经
济自由’了。丈夫不能随意去侵犯这份私房，一动
手就会引起一场哭闹。除了不怕出恶名声的丈夫，
对此是不动的。媳妇心地不好的，会偷了‘家产’出
来换钱，积私房。我们在乡下时，常有这类的米买
给我们。丈夫是不知道的，知道了是一顿打。”④在
《江村经济》一书中，费孝通也曾叙述媳妇的暗蓄私
财：“儿媳妇认为工资是她自己的钱。如果一个媳
妇不直接挣钱，她向家长要的钱往往超过实际的开
支，把多余的节省下来。这样，她自己有少量储蓄，
称为‘私房’，她‘私人的钱包’。这是媳妇秘密保存
的，但总是受到婆婆严密的监视，最终往往成为冲
突的缘由。”⑤儿媳以嫁妆为私财，并设法积聚私
房，更是源远流长。《韩非子·说林》上：“卫人嫁其
子而教之曰：‘必私积聚。为人妇而出，常也；其成
居，幸也。’其子因私积聚。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。
其子所以反者，倍其所以嫁。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
也，而自知其益富。”⑥可见即便被出之妻，回娘家
时是能够将私房全部带走的。云梦睡虎地秦简《法
律答问》第１７０简：“‘夫有罪，妻先告，不收。’妻媵
臣妾、衣器当收不当？不当收。”⑦依律，夫有罪，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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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连坐。但是，如果妻在案发之前先去告发夫，
则不用连坐。因为，夫是一家之主，夫有罪，应当把
全家的资产没收，全家成员连坐；现在的疑问是，妻
因先告，不必连坐了，那么妻的嫁妆，包括陪嫁的奴
婢和财物，是作为家的公产没收，还是作为妻的私
产保留给妻？回答是，不没收。《后汉书》卷八十一
《独行列传》李充传：“家贫，兄弟六人同食递衣。妻
窃谓充曰：‘今贫居如此，难以久安，妾有私财，愿思
分异。’充伪酬之曰：‘如欲别居，当醖酒具会，请呼
乡里内外，共议其事。’妇从充置酒燕客。充于坐中
前跪白母曰：‘此妇无状，而教充离间母兄，罪合遣
斥。’便呵斥其妇，逐令出门，妇衔涕而去。坐中惊
肃，因遂罢散。”①李充之妇公然持有私财，并可以
自行支配。她正是以此为条件，要求李充分家，才
肯拿出来给分家后的小家庭，也就是丈夫和子女使
用。李充出妻的理由并非其妻保有私财，而是意图
离间母兄，兄弟分异。可见，其妻的私财是得到承
认的。正是因为儿媳公然保有私财，便造成儿媳在
家中俨然独立王国。贾谊《新书·时变》即言：“秦
人有子，家富子壮则出分，家贫子壮则出赘。假父
耰锄杖彗耳，虑有德色矣。母取瓢碗箕帚，虑立讯
语。抱哺其子，与公并踞。妇姑不相说，则反唇而
睨。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，虑非有伦理也，亦
不同禽兽仅焉耳。”②
因此，汉儒在律令中引入丧服决狱，试图重新
规定儿媳在家中的地位。由上引《二年律令·贼
律》第２７—２８简可知，律令于凡斗注重的是斗殴的
工具及伤势，注重斗殴的工具从技术上说是因为工
具与伤势相关，从政治上说是基于国家对暴力的垄
断，注重斗殴的伤势则是以行为后果定罪的刑律原
则。何侍既未使用工具，也未伤及许母，被处以重
罪，其依据即是服等。正是在刑律中，服等的功能
由礼之亲疏转变为法之尊卑。原本丧服仅仅只是
亲疏程度的表征，正如何侍搏姑时只是依据传统礼
俗，却丝毫没有考虑服等因素。但在“准五服以制
罪”的刑律原则下，丧服被异化为行为规范。于是
礼所原有的双向性原则被摧毁，代之以法的单向性
原则———秦制摧毁了礼俗③，改造了儒学④。
三、结语：“大盗”抑或“巨骗”
虽然“中国法律儒家化”已是被广泛接受的观
点，但是近年来仍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。马若斐认
为：从汉至唐的一系列立法演变，其效果是法律的
“儒家化”，这一说法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，假如我们
以这种方式来阐释并支持“法律儒家化”这一命题，
其实是偏离了它的原意的。“效果”与“动机”可以
是不同的两回事。立法者对法律做出了一系列改
变，其效果造成了法律和儒家行为准则的相契合，
这是一回事；立法者对法律作出了一系列改变，其
动机是要把法律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上，以构建
一个客观上美好的社会，这是另一回事。后者是值
得商榷的。“法律儒家化”这一命题无法有效地解
释秦汉至唐代法律的发展。它没有考虑到其他可
以解释这一时期法律发展的因素，比如统治者对维
护自己权威的关注。这些因素可能更能有效地解
释秦汉至唐代法律的发展⑤。韩树峰也指出：“至
迟自秦代，中国古代法律就已经出现了与汉武帝以
后法律儒家化颇为相似的特征，同样相似的是，这
一特征也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，《二年律令》的差别
性法律条文更为突出即可证明此点。但是，从学术
背景分析，这一时期法律的‘儒家化’与儒家基本没
有关系，而是当时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法家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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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黄老之学影响的结果。”①杨振红干脆否认所谓
“法律儒家化”：“自秦以来中国古代法律所表现的
礼的内容其实就是李悝、商鞅等创制的不同于西周
旧礼的新‘礼’，在这套新礼中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
形成的祖先崇拜、重视血缘的家族主义和等级分明
的‘阶级’观念，依然是构成其核心内容的基干。”②
正式提出“中国法律儒家化”命题的是瞿同
祖③。瞿氏对“礼”“法”的区分是：“儒家着重于贵
贱、尊卑、长幼、亲疏之‘异’，故不能不以富于差异
性，内容繁杂的，因人而异的，个别的行为规范———
礼———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，而反对归于一的
法。法家欲以同一的，单纯的法律，约束全国人民，
着重于‘同’，故主张法治，反对因贵贱、尊卑、长幼、
亲疏而异其施的礼。两家出发点不同，结论自异。
礼治法治只是儒法两家为了达到其不同的理想社
会秩序所用的不同工具。”④这一区分完全错误。
如果“礼”“法”之区分果真在等级差异，则去除“礼”
中之“异”，所余即法。然而，果真去除“礼”中之
“异”，所得却是墨家的“兼爱”。《墨子·非儒下》批
评儒者“言亲疏尊卑之异”⑤，荀子则不满墨家“僈
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辩异，县君臣”（《荀子·非十二
子》）⑥。在“法”的层面，瞿氏也混淆了立法平等与
司法平等：自商鞅始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
上，立法从来都是不平等的，所谓的“同”乃是指司
法平等，并且即便是司法平等，也仅仅停留于空谈，
在律令条文中并未得到体现———表现在律令规定
和司法实践中的仍然是不平等。《商君书·境内
篇》即言：“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，爵自一级以
下有刑罪则已。”⑦张金光《秦制研究》也指出秦律
中多有以爵位高低，同罪不同罚者，如睡虎地秦简
《司空律》规定：“公士以下居赎刑、死罪者，居于城
旦舂，毋赤其衣，勿拘椟欙杕。”这是对有爵犯罪者
的优待。又《游士律》规定：“有为故秦人出，上造以
上为鬼薪，公士以下刑为城旦。”这是爵位不同，虽
同罪而亦不同罚⑧。我们可以仿照后世以官抵罪
的“官当”，称之为“爵当”⑨。与此相反，儒家之
“礼”的确有等级，但是对于违礼的批评却是不殊贵
贱的，哪怕君主违礼，也会受到谴责，甚至放弑。
童书业先生即指出，春秋时伦理观念与后世
不同：
左氏书在“忠”、“节”二德上，大体尚合春
秋及战国初期人之观念。如“弑君”之赵盾，左
氏引孔子语竟评为“古之良大夫”（宣二年），又
称之为“忠”（成八年）。春秋初年，周、郑交质，
左氏载“君子曰”仅谓：“信不由中，质无益
也……君子结二国之信，行之以礼，又焉用
质？”于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、“抗击王师”、“射王
中肩”之郑庄公，则赞扬备至。陈大夫洩冶因
谏陈灵公“宣淫”而被杀，左氏引孔子评之曰：
“《诗》云：民之多辟，无自立辟。其洩冶之谓
乎！”（宣九年《传》）反以为洩冶多事当死。此
皆春秋时人之伦理观念与后世大有不同者。
左氏“凡例”竟言：“凡弑君称君，君无道也；称
臣，臣之罪也。”（宣四年）“郑公子归生弑其君
夷”，书法曰：“权不足也。”并引君子曰：“仁而
不武……”“宋人弑其君杵臼”，书法曰：“君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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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《汉旧仪》卷下亦曰：“秦制二十爵。男子赐爵一级以上，有罪以减，年五十六免。无爵为士伍，年六十乃免者，有
罪，各尽其刑。”载周天游点校：《汉官六种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０年版，第８５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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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还有学者仅据法家著作中“一刑”之论，就径直认为“功不抵法，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。通行后世的‘官
当’制度，就是一个巨大的退步。官当是官吏体制狭隘官僚特权的表现形式，也表明在法律面前的阶级不平等。
商鞅变法认为功不抵法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可惜的是，后世因为要笼络统治阶级内部成员，打破了这个法律
面前的平等原则。”王耀海：《商鞅变法研究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２０１４年版，第２２４页脚注②。
道也”（文十六年）。此类思想皆属早期儒家之
思想，孟子以后即基本上不可见。①
故而，正是在严格的瞿同祖意义上，所谓“中国
法律儒家化”纯属虚构。对于从瞿同祖开始的，仅
仅引用法家著作中某些刑无等级的论述，罔顾秦律
关于刑有等级的规定，就大谈“中国法律儒家化”的
做法，我们要问：诸君谈论的到底是“法律儒家化”，
还是“法学儒家化”？
礼是以共同意志纳上下于一体来建构国家权
力，礼法之别即在于强制力的有无。强制力以违背
意志为前提，于是，必须有被违背的意志之外的另
一意志存在，并由该意志来执行对于被违背意志之
违背。并且，该意志还必须同时掌握强制力，否则
将无法达成对于他人意志之违背。具备这两个条
件的人，在当时历史环境下，只能是君主，亦即“君
生法”②。自秦律起，法就是一个以国家暴力为后
盾的强制性尊卑体系。“准五服以制罪”并非如瞿
氏所论以服等改造律令体系，而是以律令体系之强
制性尊卑将五服中所蕴涵的双向性伦理改造为单
向性伦理。此后，尊卑化的服制成为儒学礼制亦即
儒学制度的核心，于是，儒学成为卑对于尊之绝对
服从的训练营。对于以服制入律的准确评价，不是
欺骗性的“法律儒家化”，那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，
是“儒学暴力化”。谭嗣同以秦制为“大盗”③，以今
观之，汉制可谓“巨骗”。无论是“大盗”还是“巨
骗”，其“残民以逞”，殊无以异。汉代儒者以经义，
尤其是《春秋》决狱，不可仅仅因其运用儒学于政治
法律领域就盲目叫好。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一八
二《经籍考》九论《春秋》决狱即一扫所谓儒学兴盛
之呓语：“《决事比》之书与张汤相授受，度亦《灾异
对》之类耳。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，汤之决狱以惨
酷为忠，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。王何以老庄宗旨
释经，昔人犹谓其罪深于桀纣，况以圣经为缘饰淫
刑之具，道人主以多杀乎，其罪又深于王何矣！又
按《汉·刑法志》言，自公孙弘以《春秋》之义绳下，
张汤以峻文决理，于是见知腹诽之狱兴。《汤传》又
言，汤请博士弟子治《春秋》《尚书》者补廷尉史，盖
汉人专务以《春秋》决狱，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
饰，往往见二传中所谓责备之说、诛心之说、无将之
说，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。圣贤之意岂有是
哉！”④实际上汉人即已对经义决狱造成 “一律两
科”⑤的状况忧心忡忡。至晋惠帝时三公尚书刘颂
上疏曰：“自近世以来，法渐多门，令甚不一。臣今
备掌刑断，职思其忧，谨具启闻……故执平者因文
可引，则生二端。是法多门，令不一，则吏不知所
守，下不知所避。奸伪者因法之多门，以售其情，所
欲浅深，苟断不一，则居上者难以检下，于是事同议
异，狱讦不平，有伤于法……律法断罪，皆当以法律
令正文，若无正文，依附名例断之，其正文名例所不
及，皆勿论。法吏以上，所执不同，得为异议。如律
之文，守法之官，唯当奉用律令。至于法律之内，所
见不同，乃得为异议也。今限法曹郎令史，意有不
同为驳，唯得论释法律，以正所断，不得援求诸外，
论随时之宜，以明法官守局之分。”诏下其事，侍中、
太宰、汝南王亮奏以为：“……若断不断，常轻重随
意，则王宪不一，人无所错矣……诚以法与时共，义
不可二。今法素定，而法为议，则有所开长，以为宜
如颂所启，为永久之制。”于是门下属三公曰：“昔先
王议事以制，自中古以来，执法断事，既以立法，诚
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。若常以善夺法，则人逐善而
不忌法，其害甚于无法也。案启事，欲令法令断一，
事无二门，郎令史以已下，应复出法驳案，随事以闻
也。”⑥实质上是禁断经义决狱，要求断案只能以法
令条文为据，不允许在法令条文之外，以“求善”的
名义，援引经义，形成与法令条文规定相歧异的裁
断。熊十力《论六经》曰：“吕政禁绝学术，诸子百家
一切废弃，不唯毁灭儒学而已。其说倡自韩非，而
吕政李斯采用之。刘季祖孙承吕政之策而变其术，
伪儒学既定为一尊，诸子坠绪，百家遗业，不待厉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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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自绝。六经原本既窜乱，诸儒注经又皆以护持帝
制为本，中国学术思想绝于秦汉，至可痛也！社会
停滞于封建之局，帝制延数千年而不变，岂偶
然乎？”①
（责任编辑　蒋重跃　责任校对　侯珂　宋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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